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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明清“华夷一统”到“中华一统”的 

话语转换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  李治安
■

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，呈现从秦汉单一式郡县制的“中国一统”到元明清

复合式“华夷一统”两个阶段的递次嬗变。秦汉至隋唐的郡县制“中国一统”，以

郡县官僚制直接管辖编民的方式，将长城以南“耕稼以食，桑麻以衣”农耕区置

于统一政权之下，进而为元明清“华夷一统”提供不可或缺的汇聚核心及前期基

础。由于元明清“华夷一统”的演进，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“小”变“大”，多

民族统一国家、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相应的完善

升华。⑦在此期间，“中华一统”的萌发、更新，恰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及复合民族

共同体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关键环节之一。兹就这一时期“华夷一统”到“中华一

统”的话语转换，予以探讨。

一、元明“华夷一统”为主及明兼用“中华一统”

元代多称“华夷混一”。元朝统一首次将中土农耕区与塞外大漠连为一体，初

步奠定了“华夷一统”新格局。其独特进步就在于三个兼容：兼容中土、塞外不

同的社会体制及生产方式，兼容中土、塞外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文化，兼容汉、蒙

古、色目等多个民族。江南理学宗师吴澄又称其有“三不同”：“器用各有宜，不必

同轨也；文字各有制，不必同文也；国土各有俗，不必同伦也。”②在此基础上“大

一统”完成了从单一模式到复合模式的过渡，进而成长为新型的“华夷”复合共同

体，其开拓之功颇丰，并为清代“华夷一统”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基础性样板。

元代“华夷一统”新格局下，虽然在儒学及佛教等文化层面，蒙古、汉、回、

藏等族群找到了某些共同点，但尚局限在“多族士人圈”、藏传佛教等某些部分及

某些人员。植根于汉地农耕地带的儒家文化，虽然业已在蒙古人、色目人中有所

传播，但尚未被多数蒙古人、色目人服膺和接受。元朝皇帝也只是部分接受儒家

 ⑦   李治安：《秦汉以降“大一统”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3 年第 5 期。

以下出自该文者，不再详注。

 ②   吴澄：《吴文正公集》卷 15《送萧九成北上序》，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，台北：新文丰出

版公司，1985 年，第 3 册，第 28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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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，包括主动吸纳汉法的忽必烈也自称是“不识字（不通汉文——引者注）粗人

尔”，⑦其宫廷和军政官署等核心部分仍保留大量蒙古旧俗。政治文化政策相对粗

疏，对“华夷一统”、“华夷混一”等话语也似懂非懂，笼统认同，甚至连文臣在武

宗《至大改元诏书》中偶尔使用“华夏一统”的表述也照单全收，②不予细究。

鉴于“三不同”，汉族士人多谨慎地称之为“混一”，如“混一华夷”、“华夷混

一”，“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”，③还常见“混一区宇”、“混一南北”等记述。主要原

因是一些士人既看到元朝统一功业及行汉法的进步，又敏锐地发现儒家文化与塞外

文化较多的不同质，以及最高统治者仅是部分儒化，他们与汉族士人尚存在一定的

文化隔膜。吴澄本人崇奉“出处进退必有道”的信条，④估计也与此有关，与清朝

诸帝儒化及汉族士人普遍认同其正统性形成较大反差。元朝多使用“华夷混一”的

话语表述，较客观反映了政治体制蒙汉杂糅、族群文化多元交融及“泾渭同流”等

社会状况。⑤

至明成祖朝，始盛行“华夷一统”，又兼用“中华一统”。朱棣“五出漠北，

三犁虏庭”，⑥旨在以汉族皇帝一举夺得囊括中土、塞外的“华夷一统”主导权。由

是，朝野上下“华夷混一归真主，宇宙弘开属大明”，“其华夷一统，玉帛万国，自

唐虞以来未尝有如我皇明之盛者耶”之类的赞颂屡见不鲜。⑦笔者统计，明皇帝谕

旨、政书、奏议和诗文所见“华夷一统”等多达 91次，相当于元代的 15倍。可见，

明代“华夷一统”话语表述，是伴随朱棣经略北方和企盼继元朝后“君主华夷”而

盛行起来的。朱棣病死榆木川，其宏伟抱负被迫中断。特别是“土木之变”后，明

朝不得不放弃长城以北大片土地，“华夷一统”在疆域和族群等层面已徒有虚名。

但因明中后期皇位始终在朱棣子孙一系传承，“华夷一统”亦因关联“祖制”而被

当作主流话语沿用下来。

 ⑦   郑麟趾：《高丽史》卷 28《忠烈王一》，戊寅四年七月戊戌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济南：

齐鲁书社，1996 年，史部，第 159 册，第 589 页。

 ②   《元史》卷 22《武宗纪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 年，第 493 页。

 ③   熊梦祥：《析津志辑佚·岁纪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，第 216 页；黄镇成：

《秋声集》卷 4《早春感兴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
年，第 1212 册，第 555 页；许有壬：《至正集》卷 35 《大一统志序》，《元人文集珍本丛

刊》第 7 册，第 180 页。

 ④   吴澄：《吴文正公集》卷 7《复董中丞书》，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 3 册，第 171 页。

 ⑤   耶律楚材：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 7《洞山五位颂·兼中至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 年，

第 101—102 页。

 ⑥   高岱：《鸿猷录》卷 8《三犁虏庭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

第 389 册，第 325 页。

 ⑦   胡广：《胡文穆公文集》卷 20《归至北京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，第 29 册，第
188 页；管律：《汝砺论曰》，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 6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649 册，第

19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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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明代又兼用“中华一统”的话语表述。早在洪武初年，“中华一统”

名称业已萌生，后期又有发展的势头。如洪武三年（1370）规定“朝会大乐”之际，

“歌工”、“乐工”“皆戴中华一统巾”。⑦有些场合则使用“中国一统”旧称。②明季

陆续出现“以表我中华一统之盛”、“奠中华一统之全”等话语表述，有的民间弹词

中甚至称“胡元氏并宋金，中华一统”。③“中华”一词较早见于两晋，时人刘弘言

“今边陲无备豫之储，中华有杼轴之困”，桓温《请还都洛阳疏》亦云“自强胡陵暴，

中华荡覆”，④显然是指西晋所辖黄河中下游地区。而后，历代中原王朝甚至某些入

主中原的北族政权相沿皆称中华。朱元璋北伐檄文亦云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。单

从字面看，始于洪武三年而频繁使用于晚明的“中华一统”，或偏重于秦汉以降长城

以南的“中国一统”。然而，“中国”、“华夏”、“华夷”及“中华”，都是相对的历史

概念，都是依一定的族群时空而形成的名称，又依时空的变化而变化。从更大的时

空视域看，元之“华夷混一”，所辖疆域囊括塞外和中土，秦三十六郡式的中国遂变

为“巨大中国”。⑤时至明成祖北征，“华夷一统”又和扩大了的中国“一统”在内

涵及外延上趋于同一。明代“华夷一统”为主、兼用“中华一统”的两种话语表述，

可分别上溯至朱元璋和朱棣的“祖制”，二者主辅交参并用，似乎有些抵牾或吊诡，

但恰折射明代朱元璋重建中原王朝和朱棣欲以汉族皇帝争夺“华夷一统”主导权未

果的微妙历史进程。经历此番周折，明后期所辖疆域实际缩小为中土及西南、东北，

“华夷一统”话语表述有所减退，“中华一统”措辞相应增加，也合乎逻辑。

二、清前期改称“中外一统”

清朝再造囊括塞外和黄河、长江流域的“华夷大一统”。凭借理藩院统辖、盟旗

制、封爵和满蒙联姻等，还有笼络、钳制汉儒，以及拉拢藏族上层，清廷将一批蒙古

上层和汉族官绅拉入统治集团，大抵形成满、蒙古、汉贵族官僚联合统治，亦即族际

 ⑦   《明太祖实录》卷 56，洪武三年九月乙卯，台北：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，
1962 年，第 1102 页；《明史》卷 67 《舆服志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651 页。

 ②   《明太祖实录》卷 42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，第 827 页；严从简：《殊域周咨录》卷 10《西

戎·吐蕃》，洪武二年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735 册，第 740 页。　

 ③   吴道南：《吴文恪公文集》卷 2《正史议》，沈乃文主编：《明别集丛刊》第 4 辑第 13 册，

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16 年，第 272 页；陈邦彦：《陈岩野先生全集》卷 2《杂文》，沈乃

文主编：《明别集丛刊》第 5 辑第 76 册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16 年，第 680 页；杨慎

撰，张仲璜注：《廿一史弹词注》卷 1，清雍正五年（1727）视履堂刻、乾隆五十一年

（1786）复刻本，第 16 页 b。
 ④   《晋书》卷61 《刘乔传》、卷98 《桓温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675、2573页。

 ⑤   杉山正明：《疾驰的草原征服者：辽 西夏 金 元》，乌兰、乌日娜译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

学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1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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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链条，使“华夷一统”在满、汉、蒙古、藏、回等诸族群中的根基得以强化牢

固；又精心营造崇尚儒学和尊奉喇嘛教两大举措。清中叶，儒学逐渐成为满汉朝野的

主导文化，“声教咸归王化”在满族和汉族范围内基本实现，藏传佛教还成为沟通藏、

蒙古两族的另一文化纽带，增添了“华夷一统”的文化同一性。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

与主体民族的汉族互动交融，助推诸族群格局的更新与族际亲和力。

元、清两朝虽均属“华夷一统”复合式共同体，但因清代以上各方面建树皆超越

元代，满、汉、蒙古、藏、回等各族群的同一性和共有部分明显增多，水乳交融的政

治及文化联系较元代更为密切牢固，“华夷一统”至此可谓基本成熟。然而，雍正帝在

《大义觉迷录》开篇就对“华夷”问题基本定调，“中外臣民，既共奉我朝以为君，则

所以归诚效顺，尽臣民之道者，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”，实际是对“华夷一统”的

话语表述下达了禁令。由于“我外夷为内地主”和“大一统之在我朝”，倘若继续沿

用元明“华夷一统”的措辞，难免会触犯圣谕，和“凶顽悖恶，好乱乐祸，俶扰彝

伦，私为著述”的“逆贼吕留良”等⑦同流合污，自招杀身灭门之祸。自雍正帝始，

清朝统治者讳言“华夷一统”，忌讳以满族为“夷”，拒绝将“华”置于“夷”之前，

通常使用“满汉一家”、“中外一统”等作为替代。但就本质而言，清代满、汉、蒙古、

藏、回等各族群复合建构的“华夷一统”实体始终未曾改变，“首崇满洲”为宗旨的

“满汉一体”、“中外一统”表述，也不外是讳言“华夷”语境下的同体异名。

有清一代，无论是皇帝谕旨，还是官员奏议等官私文献，普遍使用“中外一

统”来描述其再造囊括塞外和黄河、长江流域的“大一统”。譬如“洪惟我朝至治

敉宁，中外一统”；“我朝中外一统，薄海同风，不忍弃置异视”；“此实上苍福佑、

列祖鸿庥，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”；“今则中外一统，天下之政，取裁京师”；

“越自宝箓攸归，中外一统，复设绿旗营以统汉兵”。②据笔者初步检索“中国基

本古籍库”，历代“中外一统”表述共计 103 次，清代竟占 101 次，几乎为清代所

专用。穷本溯源，清代使用“中外一统”当始自雍正七年的一道谕旨：

中国之一统始于秦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，自古中外一

家，幅员极广，未有如我朝者也。③

 ⑦   爱新觉罗·胤禛：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20 年，第 3—4、9 页。

 ②   吴鸿：《平定回部颂》，董诰等辑：《皇清文颖续编》卷 22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665 册，

第 368 页；段汝霖：《楚南苗志》卷 3《附摘录偏沅抚都院赵公题苗边九款疏》，《四库全

书存目丛书》，史部，第 256 册，第 641 页；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正编卷 41，乾隆二十二

年七月丁未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358 册，第 683 页；光绪《畿辅通志》卷 97 
《略四十六·河渠十七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632 册，第 528 页；《钦定皇朝通典》卷 68
《兵一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643 册，第 433 页。

 ③   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83，雍正七年七月丙午，《清实录》第 8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
年，第 9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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谕旨所言基本属实，但又不太准确。“始于秦”的“中国之一统”，实即秦汉单一式

的郡县制一统；“始于元”和“极盛于”清的不只是“塞外之一统”，而是囊括中土

与塞外的复合式“华夷一统”。雍正帝之所以把两个“一统”分开来讲，未能把它

们正确表述为前后衔接演进的过程，无非是要赞颂清朝将蒙古、西藏等地纳入版图

的功业，以凸显“满洲”的塞外特征。然而，接下来“自古中外一家，幅员极广，

未有如我朝者也”，雍正八年《大义觉迷录》批评明朝“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”，

褒扬清朝“合蒙古、中国成一统之盛”云云，⑦都是囊括中土与塞外复合式“一统”

的意思。雍正十年的另一道诏谕更是明确宣示，“本朝中外一统，即全获准噶尔之

土地”。②所谓“中”，即前述“中国”，所谓“外”，即“塞外”。合而言之，就是

替代“华夷一统”的“中外一统”话语表述。

还有两道谕旨称：“堂堂大清，中外一统，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，此其逆

天悖理，为何如耶？”③“况我国家中外一统，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。”④他如

吴炜《清远楼碑记》言：“宣郡为神京右辅……有明自正统后兵革不休。至我朝德

化涵濡，百二十年来，中外一统，四夷咸宾，来享来王。故昔也用武之区，今乃

为外藩朝贡出入之所矣。”⑤爱必达云“世祖章皇帝抚有函夏，中外一统”。⑥以上

“夷部”、“蛮荒”、“四夷”、“外藩”，当指塞外之“外”，“函夏”当指中国或中土之

“中”。魏源《元史新编·世祖纪》对《元史·世祖纪》旧论赞特意增添“中外一

统”等字句：“及世祖兴……以汉法治中夏，变夷为华，立纲陈纪，遂乃并吞东南，

中外一统。”⑦此处“中夏”和“华”，亦指中国或中土之“中”，而“夷”还是指

塞外之“外”。以上皆可印证：清代朝野刻意用“中外一统”替代“华夷一统”，

确凿无疑。

将“华夷一统”改用“中外一统”，看似仅仅是文字表述不同，背后却是雍正

帝等秉持首崇满洲又深谙儒家“华夷”及名器论说，故而在本朝“大一统”话语表

述上的刻意较真。

 ⑦   爱新觉罗·胤禛：《大义觉迷录》，第 256、258 页。

 ②   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前编卷 32，雍正十年十一月甲申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357
册，第 465 页。

 ③   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正编卷 4，乾隆十九年十月甲戌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 358
册，第 63 页。

 ④   王先谦：《东华续录》卷 65，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373 册，第
176 页。

 ⑤   光绪《畿辅通志》卷 163《古迹略十·宣化府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635 册，第 713 页。

 ⑥   爱必达：《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额宜都家传》，钱仪吉纂：《碑传集》卷 3《沈阳功臣》，

靳斯标点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 年，第 1 册，第 40 页。

 ⑦   魏源：《元史新编》卷 6《世祖纪下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314 册，第 8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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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清中期以降逐渐转换为“中华一统”

引人注目的是，道光朝以降的官私文献中，“天朝中华一统”、“光复中华一统之

休”⑦等文句接续出现。而清廷一反常态，居然采取默许或认可的态度。诚然，此

种被官方默许的话语转换，又是以清朝自诩或被称为“中华”、“中华皇帝”、“中国

皇帝”等为先导而逐步发展的。

早在雍乾等朝较多自称“皇清”的同时，又严厉批评“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，

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”，②强调“本朝之为满洲，犹中国之有籍贯”，“惟有皇清，抚

有华夏”，大清“与中华一道同轨”。③另在《清圣祖实录》等文献中，曾出现准噶

尔噶尔丹及来往使臣等称康熙帝为“中华皇帝”多达 12 次以上。④《蒙古游牧记》

载，一位被清廷擒获的厄鲁特人云：“皇上所遣使到时，我噶尔丹不信圣驾亲临。云：

‘中华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，乃能飞越过此无水瀚海乎？’”⑤且不论噶尔丹特称

康熙帝为“中华皇帝”包藏分庭抗礼的野心，重要的是清廷的应对态度。清制，《实

录》使用满、蒙古、汉三种文字书写，上述较敏感的“中华皇帝”及“中国”等词

汇，也经由蒙古语、满语和汉语间的翻译程序而辗转进入汉文《清圣祖实录》及

《蒙古游牧记》。其间，兼通满、蒙古、汉等文字的康熙、雍正和乾隆等皇帝，肯

定会对其中噶尔丹称康熙帝为“中华皇帝”及入居“中国”等字句格外留意。这些

名称被较早保留在《清圣祖实录》及《蒙古游牧记》中并流传至今，无疑意味着清

朝统治者对“中华”、“中华皇帝”的较正式使用，同时也是由“中外一统”转换为

“中华一统”话语的重要台阶或先导。有学者主张清朝应定位为“首崇满洲的复合性

中华皇朝”，⑥或许和“中华皇帝”到“中华一统”相沿升级，具有因果联系。

 ⑦   文庆等纂辑：《筹办夷务始末》道光卷 14《道光二十年八月己卯·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

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414 册，第 256 页；徐珂辑：《清稗类钞》第 27 册《会党类》，

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17 年，第 45 页。

 ②   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499，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，《清实录》第 15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
1986 年，第 276 页。

 ③   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86，雍正七年九月癸未，《清实录》第 8 册，第 147 页；《清高宗实录》

卷600，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，《清实录》第16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第722页；《清

圣祖实录》卷 146，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，《清实录》第 5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
年，第 616 页。

 ④   《清圣祖实录》卷 137，康熙二十七年九月甲申；卷 147，康熙二十九年秋七月壬寅；

卷 156，康熙三十一年八月乙丑；卷 168，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八月辛亥；卷 171，康熙

三十五年二月己亥；卷 181，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，《清实录》第 5 册，第 498、624、
722—723、823、848、941 页。

 ⑤   张穆：《蒙古游牧记》卷 9，张正明、宋举成点校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
231 页。

 ⑥   常建华：《大清：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21 年第 4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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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爆发后，“中外”或“华夷”二词的内涵外延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发生

了重大变化，偏重或特指大清与外国列强，其中“外”或“夷”，又约定俗成为

外国列强等专用名称。于是，“中外一统”（包括“华夷一统”）等旧称陡然不合时

宜。这也是“中华一统”取代“中外一统”话语而逐渐走到前台不可或缺的背景。

又兼，在晚清多种对外交涉文件中，咸丰、同治、光绪等常被列强称作“中国皇

帝”，⑦“‘中国’更成为被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之名称”。②清廷也渐多使用“中国

皇帝”。③此种态度已然不像康熙帝等对待“中华皇帝”那样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

更多的是顺水推舟地认可接受。诚然，此时所称或认同的“中国”，肯定是 13 世纪

以来囊括中土和塞外的“大中国”。

儒学对上述话语转换及相关认同的特殊作用不容小觑。在儒家“华夷思想”

中，历来就有“华夷之辨”和“华夷之变”二说的并存及交替运用。前者偏重于

“辨”与“防”，用血缘、地理来衡量区辨华夏与蛮夷；后者注重依据民族融汇的

发展实践予以变通，《春秋公羊传》等更以文化道德区分诸夏和夷狄，并将其视为

可变概念，主张凡遵行礼仪的夷狄，就当与诸夏同等看待。④清朝诸帝自幼饱读经

书，在精通儒学和率先儒化的同时，对儒家“华夷理论”及重惜名器等说格外心领

神会，还能娴熟运用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称得上注重将“华夷之变”说为其所用

的典范。先是，清朝统治者从首崇满洲的政治立场出发，忌讳以满族为“夷”，刻

意使用“中外一统”来替代“华夷一统”的话语。雍正帝《大义觉迷录》驳斥曾静

等“内中国而外夷狄”说，运用的恰是儒家有德者居其位、君臣之伦等“华夷之

变”理论利器。而后随着满族贵族官僚儒化渐深，乾隆帝等进而强调中土、塞外及

藩属国文字“体不必同，而同我声教，斯诚一统无外之规也”。⑤

此“一统无外”的“声教”，亦即清朝诸帝在兼通满、汉、蒙古、藏多种文

字和率先儒化基础上，举国上下（至少是内地和东北、云贵等）通行的儒学教化，

实乃“用夏变夷”的忠实践行。如此，便能做到“以治统而承道统，作君而兼作

 ⑦   盛宣怀：《寄江皖鄂川湘东豫赣闽粤督抚将军》（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十一月初二日），

《愚斋存稿》卷 47《电报二十四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 年，第 1056 页；文庆

等纂辑：《筹办夷务始末》咸丰卷 18《咸丰八年戊午正月壬寅·咪唎坚照会》，《续修四

库全书》第 416 册，第 622 页。

 ②   参见黄兴涛：《重塑中华：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

社，2017 年，第 12 页。

 ③   吕海寰：《庚子海外纪事》卷 3《问答》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
446 册，第 561 页；黄鸿寿：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卷 75，宣统嗣立·宣统二年正月，《续修

四库全书》第 390 册，第 294 页。

 ④   李治安：《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19 年第 1 期。

 ⑤   爱新觉罗·弘历：《御制文余集》卷 2《题和阗玉笔筒诗识语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

第 1301 册，第 70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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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”，⑦实现治道合一与君师合一，且能够获得满、汉士林的普遍拥戴。②尽管此

种合一，容易带来民间“天地君亲师”崇拜等负面作用，其“官守学业皆出于一，

而天下以同文为治，故私门无著述文字”，又容易导致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等消极

后果，但这毕竟成为清朝统治者“建设政治文化合法性的最大价值来源”和“皇

权得以整体维系的根本所在”，③当然也是昔日元朝统治者无心或无力做到的事情。

换言之，道光以降，清廷之所以默许或认可少数文士重拾明人“中华一统”之辞，

放任其沿用至清末，除去列强入侵赋予“中外”特定新寓意外，主要是因为当时以

清帝为首的满族贵族已然汉化或儒化较深，满族与汉族逐步融为一体。更重要的是

他们将儒家“华夷之变”理论娴熟地为己所用，逐渐由讳言“华夷”迈向自诩“中

华”及其道统、治统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清朝与汉唐宋明等中原王朝已然毫无二致，

甚至在皇帝勤政和精通儒经理学等方面有所超越。这也恰是汉族士大夫等忍受“剃

发易衣冠”及“文字狱”等，并普遍认同清朝跻身“中华皇朝”正统性的核心缘

由。曾国藩不计“疑谤”、“煎迫”，始终“不排满”，以“保障名教”、“兼通理学”

为重，心甘情愿效忠清室，④就是突出一例。上述清廷对“中华一统”、“中国皇帝”

的认同，与汉族士大夫对清朝“中华皇朝”正统性的认同，构成相向认同效应，且

成为“中华一统”话语转换的基本社会文化背景。

从元明清“华夷一统”到“中华一统”话语转换的讨论，可获得三点基本认知。

第一，“华夷一统”、“中外一统”和“中华一统”，皆系元明清多族群复合政治

文化共同体的话语表述，只是名称话语逐次替代更新，其实体始终未曾改变。即使

清末君主专制被推翻，但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在崭新的政体格局下仍然继续发展。

第二，“华夷”、“中外”、“中华”，都来自中近古汉族儒士及官府对“大一统”

的汉语词汇表述，但又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历经元明清统治者及文士审时度势、变通

运用，而成“华夷一统”、“中外一统”、“中华一统”的递次话语转换。准确地说，

上述转换是汉、蒙古、满等民族在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多个层面协同实施完成的，

包括政治实践与思想观念的互动助推、因应造就。尽管蒙古、汉、满族统治者对儒

 ⑦   陈梦雷：《松鹤山房文集》卷 9 《承德县艺文志序》《承德县学校志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

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179 册，第 310、308 页。

 ②   参见马子木、乌云毕力格：《“同文之治”：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》，《民族研

究》2017 年第 4 期。

 ③   参见刘泽华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集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3 卷，第 371、
372 页；章学诚著，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附《校雠通义》卷 1《原道第一》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 868页；黄兴涛：《重塑中华：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，

第 28 页。

 ④   陈登原：《国史旧闻》卷 63《曾国藩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 年，第 4 册，第 211—
21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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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文化和“大一统”秩序的理解认同存在差异，尽管他们从各自现实诉求出发，常

常给“大一统”秩序添加某种个性影响，但还是顺应潮流，通过有关相向认同，携

手完成了“华夷”、“中外”、“中华”等话语转换，折射出各兄弟民族携手推动统一

多民族国家发展，以及儒学在其中发挥的弹性变通作用。■

第三，从“华夷一统”到“中华一统”表面上是话语措辞的转换演进，但对

“中华民族”命题的面世，以及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，皆是一种重要的阶梯准备。

基于此，1902 年梁启超对“中华民族”的首次命名，呼之欲出；辛亥革命爆发数

月后清宣统帝退位诏书“仍合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领土，为一大中华民

国”，也当渊源有自，水到渠成。⑦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华夷一统”到“中华一统”又

绝非简单的名称话语转换，而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  娟）

从清史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  朱  浒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景式把握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基础上，提炼出中华文明

五个突出特性，即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。这是一条全面理

解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，对于正在积极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历史学来说，

具有重大指导意义。只有通过深入开展历史研究，确切阐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

逻辑，才能回答什么是中华文明、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等重大问题。作为中

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清朝，是数千年历史演变的产物，因此，基于对清

史的研究，我们能更清楚地认知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。此外，以探

讨这种历史逻辑为中心任务，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纠正当前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

化问题。其理由在于，通过探讨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，形成正确的认知脉络，

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总体视野出发，才能融通清史研究各个不同方向以及前后期

历史，把握清代中国社会变迁整体面相，避免盲人摸象式的摸索。

 ⑦   梁启超：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23 页；

《清史稿》卷 25《宣统皇帝本纪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295 册，第 326 页；《宣统政纪》

卷 70，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，《清实录》第 60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，第 1293
页。另，本纪与《宣统政纪》将“满、汉、蒙、回、藏”顺序误作“满、蒙、汉、回、

藏”，兹据诏书图片改正。


